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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区区域创新力量的时空变化研究1 

宋映铉2，李顺成3 

摘要 

本研究以中部地区 84 个城市为对象，对于 2004-2014 年中部地区的区域创新力量的时空变化

趋势和特征进行了探讨。分析结果表明，2004-2014 年中部地区的创新力量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同时中部地区城市之间在创新力量上的差异性也在逐渐缩小。此外，还通过对创新力量综合分

数进行空间集群分析对创新力量的空间溢出效应问题进行了探讨。分析结果显示，虽然最近十

年中部地区的各种区域创新力量逐渐发展，但是对创新力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明显。针对这

一问题，还需要在后续对如何形成创新有关各种部门的区域间网络方面进行更有深度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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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features on spatial-temporal changes of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of 84 cities in Central China during 2002-12. The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analyses show that overall scores of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on Central 

China’s Cities have been increasing during the period, while the score gap between cities 

has generally been decreasing. Second, although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of citie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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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 have been consistently increased over the past 10 years, however, increases in those 

capabilities have not been causing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Lastly, this paper has a 

limitation because it is assumed that the weight of principle factors derived from region’s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is identical. It is necessary to calculate the weight properly 

considering the order of importance on principle factors. 

Keywords: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factor analysis; overall score of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spatial spillover 

 

1 引言 

在进入新世纪之前中部地区各省份作为全国粮食生产基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自进入新世

纪以后，为了促进中部地区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党中央、国务院在2004年1月召开的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中部崛起”的区域性战略决策。在此基础上，中

央政府于2009年制定了《中部崛起促进计划》，该计划提出了将培养现代装备制造和高端技术

产业园区、综合交通运输基地的功能目标。除了上述的国家级发展规划以外，中部地区各级政

府还提出了如武汉、太原、郑州等区域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发展或经济圈发展规划。中部地

区正通过以上这些国家和地区政策积极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所谓的“区域创新”正是这些计划共同强调的内容之一。因中部地区是第一产业的比重相

对高的地区，所以对提高区域创新力量的必要性也会有疑问。最近中部各地区将推行现代农业

产业化经营定下为主要发展目标。为了顺利地达成此目标，还需要提高区域创新力量。因此，

区域的创新能力的提高亦是这些规划成功的关键因素[1]。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各国都

将“通过构建区域创新体系来提高创新力量”作为区域发展的新模式，近年来不少的国内城市

也将其视为区域发展的基本要素[2-4]。尤其是在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有限，区域间竞争日

益激烈以及更加强调区域自发性成长的背景下，提高区域创新力量就显得尤为重要。由此我们

也可以看出其对于构建合理、完善的地区经济发展系统也将起到重要的催化作用。 

在这一背景下，为了对提升区域创新力量的战略方向进行更为明确的设定，我们首先需要

对中部地区区域创新力量发展水平以及相应的空间和时间变化状况进行客观的分析。基于此，

本文以中部地区84个地级市和省直管的县级市为研究对象，对于2004-2014年中部地区的区域

创新力量的时空变化趋势和特征进行分析。首先，通过文献研究作出能够说明创新力量的变量

后，对它们进行因子分析，得出区域创新力量主要因子。在此基础上，将各因子分数综合起来，

得出各城市不同时期的区域创新力量综合分数。最后，通过空间集群分析对于在中部地区是否

存在创新力量的集群以及此变化如何进行分析，最终提出相关政策启示。 

2 区域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力量的主要内容 

为了分析中部地区区域创新力量的时空变化，必要了解区域创新体系理论的主要内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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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理解区域创新体的内容不仅可以对区域创新力量本身的概念和内容进行说明，还能够根据此

理解提出与分析相关的主要说明因素。Cooke[5]的研究将区域创新体系定义为“企业、研究所、

大学、政府机构等各创新主体在从创新基础、制度环境及创新奖励等因素所构建的体系里面，

通过有系统性的互相沟通来提出创新的系统”。Cooke和Lundvall等学者经过将1980年代的国

家创新体系理论与产业区域理论等互相结合，最终构建了区域创新体系的理论框架。基于Rome

r[6]、Jaffe[7]等学者的研究所构建的区域创新体系理论不仅指出了依赖于资本和劳动因素增加

的区域发展模式的缺陷所在，还对通过区域人力资源和科技进步而得出的区域知识产出对经济

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此外，Cooke和Morgan[8]将区域创新体系构成因素区分为上部结构和下部结构因素。主要

上部结构因素包括政府和企业的组织、内外部环境及制度等因素。下部结构因素包括研发人员

数和高校教员数等人力资源相关因素及大学、研究所等物质因素。在形成区域创新体系时，两

个因素都将会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下部结构可以对区域创新体系的基础构建水平如何进行解释，

与此同时，上部结构因素能够对下部结构的管理水平如何进行说明。当对区域创新力量相关的

主题进行实证分析时，因为需要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解释的明确性问题，一般针对下部结构

因素以及上部结构的经济特性因素进行分析。 

表1. 区域创新体系上下部结构主要因素 

项目 
上部结构因素 下部结构因素 

环境 企业 政府 经济特性 人力•物质扶持体系 

内容 

-良性合作

环境 

-重视学习 

-重视变化 

-面向创新 

-重视知识教育 

-具有可靠性的

劳资关系 

-水平高公司内

协调 

-连接各创新

体系主体 

-重视包容和

分权 

-向各创新体

系提供咨询 

-监控作用 

-知识生产有关行业的

集聚经济水平→地方

化和经济水平 

-规模化经济水平等 

-R&D研究机构和人员存

在与否 

-研发能力突出的大学

存在与否 

-资金筹措能力优秀的

金融机构存在与否 

-创新有关基础设施建

设及利用水平 

-对外开放水平 

来源： Cooke和Morgan(1998) 整理得来 

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的数据是根据2005年、2010年和2015年的《河南统计年鉴》、《安徽统计年鉴》、

《湖南统计年鉴》、《湖北统计年鉴》、《山西统计年鉴》、《江西统计年鉴》、《中国城市

统计年鉴》及《中国区域经济年鉴》整理得来。研究对象是中部地区84个地级市和省直观的县

级市。 

此外，本文通过使用SPSS18.0软件对2004年、2009年和2014年中部地区的10个创新指标进

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是指通过分析互相有关的多数的变量之间的共分散关系来作出新的主因

子的方法[9-10]。因子之间关系互相独立，且它跟回归分析不同，它不区分因变量和自变量。此

外，我们通过因子分析能够更加明确地说明变量之间的关系并得出各因子的分数。则通过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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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也能够更加明确地解释各城市的创新力量水平。为了作出因子，通常适用主成份分析（pr

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共同因子分析（common factor analysis）和最大似然因子

分析（maximum likelihood factor analysis）法，本文通过利用主成份分析进行了研究。本

文通过因子分析，得到中部地区内各个区域单元的分数，并且按照特征值（eigen value）大

于1的标准提取主因子。以Verimax旋转后的各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与主因子进行加

权，最终得到三个年份各区域的创新力量综合分数。通过此，对于中部地区内各城市的创新力

量发展水平进行评估。因子分析的数学模型为： 

⎩⎪⎨
⎪⎧X = μ + α f + α f⋯++α f + εX = μ + α f + α f⋯++αf + εX = μ + α f + α f⋯++αf + ε⋮X = μ + αf + αf⋯++αf + ε     （1） 

式中:X为变量、μ为各个X变量的均值、f为公因子、	ϵ为特殊因子、a为公因子上的载荷。 

公因子f出现于每一个经济变量的表达式中，它是每个变量都有的公共因素；每个公因子

对至少两个以上的经济变量应有作用，否则它就将归入特殊因子。每个特殊因子仅出现于与它

相应的第i个变量的表达式中，它只对这个变量起到作用。a为某一个公因子能够说明的某一个

变量的程度。 

此外，通过旋转因子来最终能够产出因子行列。通过利用这一行列以及能够区分变量的共

分撒和独自分散的回归分析来我们能够得到因子分数。如下公式的S 为因子分数。 D = ∑ S × L  + S × U    （2） 

式中:S 为i区域的m因子分数、	D 为i区域j变量(variable)的标准化变量(variate）、L 为对m因子j变量(variate）的载荷量、S 为i区域j变量(variable)的变量(variate）、U
为j变量(variable)的独自变量(variate）比率。其中，变量(variate)是指研究者对各变量赋

予某种加权以后能够得到的变量(variable)的线性组合。 

最后，我们除了因子分析以外，还通过Getis-Ord Gi指数来能够判断创新力量的集群与否。

Getis-Ord Gi指数是能够测定在某个区域里面是否存在集群的一种方法[11]。正面Getis-Ord Gi

指数意味着热区，某一个地区的其值相对高说明这一地区是更加强的热区，相反地，负面Geti

s-Ord Gi指数意味着冷区，其值相对低说明这一地区是更加强的冷区。如果在某个区域某个变

量的Getis-Ord Gi值与周围区域的其值一样高的话，这一区域就是热区（Hot-spot）集群，相

反地，就是冷区（Cold-spot）集群。Getis-Ord Gi公式为： 

            G(i) = ∑ w x − X∑ w S[∑   (∑  ) ]     （3） 

式中:	x为变量、W 为i和j区域之间的空间加权、n为区域总数、	x为平均、S为标准差。 

4 中部地区创新力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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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变量解释 

为了分析中部地区各城市的区域创新力量的时空变化，参考国内外主要相关研究结果[12-14]，

最终选择 10 个创新相关变量，搜集整理了 2004、2009、2014 年的中部地区 84 个城市的相关

数据资料。此外，经过区域创新体系理论有关的文献综述过程，最终选择上述的变量。在可获

取更加具体的创新力量有关因素的基础上还参考了Cooke等[15-17]的创新体系因素和欧盟2005年

所适用的 EU 创新指数(European Innovation Scoreboard)[18]。这些变量大体上区分为人力和

物质创新力量以及创新有关产业的集聚经济水平等三个部门。此外，为了有合理的衡量各变量

之间的关系，对所有变量进行了 Z分数标准化。具体内容参考如下表 1。 

 

表 2 解释变量 

变量 内容 来源 

人力 

创新力量 

创新有关行业

从事人员比率 

创新有关行业从事人员 

数/总就业人员数 

2005、2010、2015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05、2010、2015年各市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统计公报 

普通高等学校

专任教师比率 

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

数/常住人口 

2005、2010、2015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05、2010、2015年各省统计年鉴 

物质 

创新力量 

互联网普及率 互联网用户/总户数 
2005、2010、2015年中国区域经济年鉴 

2005、2010、2015年各省统计年鉴 

普通高校比率 普通高校数/常住人口 
2005、2010、2015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05、2010、2015年各市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统计公报 

贸易总额 货物进出口总额/GDP 

金融机构 

存款额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常

住人口 

科学财政支出

比率 

科学财政支出额/一般财

政支出额 
2005、2010、2015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05、2010、2015年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2005、2010、2015年各市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统计公报 
教育财政支出

比率 

教育财政支出额/一般财

政支出额 

创新有关

产业集聚

经济水平 

知识有关行业

特化系数
注1
 

LQ(Location Quotient)

={Eij/Ej}/{Ei/E} 
Eij：在j区域从事i行业的就业

人员数 

Ei  ：在全中部区域从事i行业

的就业人员数 

Ej：j区域所有的就业人员数 

E ：全中部区域所有的就业人

员数 

2005、2010、2015年中国区域经济年鉴

和各省统计年鉴 

知识有关行业

多样性系数 

DI(Diversity Index)=

[{Eij/Ej}-{Ei/E}]
2 

注1.通过使用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地址勘查业等五个行业从事者资料来计

算出知识有关行业特化系数。但2005年提出的统计资料因数据不全而只适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资料。 

注2.2011年8月安徽的巢湖市的城市等级由地级市降级为合肥市下属的县级市。为了保持研究的可比性和统一

性，将2004和2009年的相关数据资料与合肥市的资料进行了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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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因子分析结果 

分别对 2004、2009、2014 年的 10 项经济指标进行因子分析，选择 KMO(Kiser-Meyer-

Olkin)检验和巴特利特（Bartlett）球形检验，提取特征值大于 1 的主因子，并且采用

Verimax 法旋转。通过 KMO 检验不仅可以知道在各变量里面是否存在共同因子，且也能知道因

子分析的可行性如何。此结果在 0.6 以上的时候才有分析意义。此外，巴特利特球形检验说明

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一般在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的 P 值小于 0.05 的时候才能进行因子分析。

特征值大于 1 表示一个因子能够说明一个以上的变量。最后，通过利用 Verimax 法来旋转因子

后能够更加明确因子之间的关系。 

通过分析可知：1)2004、2009、2014 年的 10 项变量的 KMO 值各自为 0.851，0.802,0.795，

检验结果表明对因子分析的可行性问题不大。2)2004、2009、2014 年的 10 项变量的巴特利特

球形检验的P值均为0.000，即小于显著水平0.05。3)2004年的数据中提取了3个主因子，方

差贡献率为 82.420%，2009 年的数据中提取了 3个主因子，方差贡献率为 79.816%，2014 年的

数据中提取了3个主因子，方差贡献率为77.579%，这说明主因子包含了10项指标的大部分信

息，提取 3 个因子是合适的。最后，采用 Verimax 法旋转后得到 2004、2009、2014 年的因子

载荷矩阵。载荷越大越能够充分地说明某一个变量的分散，即某一个因子会更加充分地代表并

说明某一个变量。 

表 3 区域创新力量因子载荷矩阵 

年份 统计指标 主因子1 主因子2 主因子3 

2004年 

X1：创新有关行业从事人员比率 
.809 .478 .205 

X2：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比率 
.839 .318 .340 

X3：互联网普及率 
.383 .687 -.086 

X4：普通高校比率 
.904 .029 .239 

X5：贸易总额 
.256 .155 .690 

X6：金融机构存款额 
.356 .510 .718 

X7：科学财政支出比率 
.100 .667 .637 

X8：教育财政支出比率 
.258 .904 .145 

X9：知识有关行业特化系数 
.809 .478 .205 

X10：知识有关行业多样性系数 
.735 .424 .131 

2009年 

X1：创新有关行业从事人员比率 
.782 .551 .003 

X2：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比率 
.996 -.023 -.046 

X3：互联网普及率 
.566 .075 .689 

X4：普通高校比率 
.404 -.060 .713 

X5：贸易总额 
.145 -.051 .689 

X6：金融机构存款额 
.612 .768 -.015 

X7：科学财政支出比率 
.484 .755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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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8：教育财政支出比率 
.164 .804 .030 

X9：知识有关行业特化系数 
.783 .550 .003 

X10：知识有关行业多样性系数 
.852 -.073 -.077 

2014年 

X1：创新有关行业从事人员比率 
.957 .123 .033 

X2：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比率 
.623 .382 .559 

X3：互联网普及率 
-.063 -.046 .855 

X4：普通高校比率 
.591 . .599 272 

X5：贸易总额 
-.073 -.125 .721 

X6：金融机构存款额 
.738 .425 .403 

X7：科学财政支出比率 
.241 .793 .145 

X8：教育财政支出比率 
.329 .600 .280 

X9：知识有关行业特化系数 
.957 .123 .033 

X10：知识有关行业多样性系数 
.917 .041 .052 

 

首先，2004 年的区域创新力量有关第一主因子在 X1、X2、X4、X9 和 X10 五三个指标上有

较大载荷。第二主因子在X3、X7和 X8三个指标上有较大载荷。第三主因子在X5和 X6上有较

大载荷。 

其次，2009 年的区域创新力量有关第一主因子在 X1、X2、X9 和 X10 四个指标上有较大载

荷。第二主因子在 X6、X7 和 X8 三个指标上有较大载荷。第三主因子在 X3、X4 和 X5 上有较大

载荷。 

最后，2014 年的区域创新力量有关第一主因子在 X1、X2、X6、X9 和 X10 五个指标上有较

大载荷。第二主因子在 X4、X7 和 X8 三个指标上有较大载荷。第三主因子在 X3 和 X5 上有较大

载荷。 

与上述的分析可见，各年的第一主因子一般能够充分地说明区域创新有关行业的集聚经济

和人力创新力量水平。与此同时，各年的第二个主因子也能够较为充分地对创新力量提高的政

府财政支持和物质创新基础水平进行解释说明。最后，第三主因子能够说明金融发展和对外开

放水平等区域的物质创新基础水平。但它与第一和第二主因子相比，每一年的构成主因子的变

量不太一样。 

4.3 创新力量综合分数 

通过主成分分析而得到主因子之后，经过运用回归法，以旋转后各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

权重，与主因子进行加权，最终得到了 2004、2009、2014 年中部地区的区域创新力量综合分

数。此外，在三个主因子之中，第三主因子因各年的构成主因子的变量不太相同而对说明主因

子的时空变化具有一定的限制。由此，本研究针对第一、二主因子以及个主因子的综合分数进

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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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创新力量主因子 1 分数 2009 年创新力量主因子 1 分数 2014 年创新力量主因子 1 分数 

   
2004 年创新力量主因子 2 分数 2009 年创新力量主因子 2 分数 2014 年创新力量主因子 2 分数 

   
2004 年创新力量综合分数 2009 年创新力量综合分数 2014 年创新力量综合分数 

图 1 中部地区创新力量分数 

 

首先，第一主因子能代表区域创新有关行业的集聚经济和人力创新力量水平。2004 年的

结果表明，各省的省会及此邻近城市的主因子1的发展水平相对高一些。2009年的结果呈现出

在中部地区大部分城市的主因子 1 的发展水平相当高，与 2004 年的结果相比，对主因子 1 的

城市之间的发展差异相当缓解了一些。2014 年的结果表明，以各省会和城市群为中心主因子 1

的分数相当高。然而，城市之间的差异比以前稍微拉大了一些。 

其次，第二主因子能代表对创新力量提高的政府财政支持和物质创新基础水平。2004 年

的主因子 2 的分数在山西省的太原市、湖北省的黄石市和江西省的鹰潭市等部分城市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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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除了这些城市以外，包括省会城市，其余城市的主因子2的发展水平不算高。2009年主

因子 2 的分数在各省会城市和全山西省地区相对高一些。通过主因子 2 能够推测出地方政府对

提高创新力量的努力程度。由此，通过 2009 年的结果能够间接地看出当时山西省地方政府对

提高创新力量的努力要比其他中部地区更大。此外，2014 年的结果表明，在中部地区主因子 2

的水平大体上呈现出拉平的趋势。然而，江西省南部地区的分数上升幅度相对高一些。 

最后，将第一、二和三主因子的分数综合起来，最终提出了创新力量综合分数。最近十年

中部地区的综合创新力量不仅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且逐渐缩小了地区之间在创新力量方面的差

异。不过综合创新力量还是以各省的省会城市的发展为主，这一事实相当符合于 2009 年国务

院提出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 2009 年国务院、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及各省有关部门

提出的《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太原经济圈规划》及 2007 年湖北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提出的《武汉城市圈发展总体规划》等中央政府的城市群发展规划及中部各省的

发展规划采取的成长极战略内容。 

5 中部地区创新力量集群分析 

在这一部分通过对上述的各年分的创新力量综合分数进行空间集群分析来间接地测定出创

新力量的空间溢出效应水平，分析结果如下图 2。 

通过 2004 年和 2009 年的分析结果我们能够猜测到，因由本世纪初期开始的一系列中部发

展规划发挥的作用而在中部地区呈现出一定水平的区域创新力量的空间溢出效应。然而，在

2014 年的分析里可以确认还是以各省会城市为主形成了空间集群现象，则通过将 2014 年的结

果与以前的结果做比较来能够得知区域创新力量的空间溢出效应比以前缩小了一些。尽管中部

地区的区域创新力量大体上呈现出发展的趋势，但对空间方面的正面溢出效应还是不算大。这

一事实能说明在中部地区区域间创新有关网络形成水平还是不太高。由此，后续在推行相关政

策时，对于构建创新有关各种部门的区域间网络还需要有深度的探讨。网络城市理论是最近受

到许多区域有关研究者的欢迎的城市理论之一。Batten(1995)[19]等学者提出的网络城市理论与

以中心地理论为基础的成长极理论不太相同。成长极理论强调拥有多种功能的大规模首位城市，

但网络城市理论不太重视单一城市的规模和功能，它更加强调各城市之间的互相联系和功能的

互补关系。为了达成对创新力量的网络外部效应的极大化，即空间溢出效应的极大化，后续还

需要对以网络城市理论为基础的区域创新力量发展战略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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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创新力量集群分析结果 2009 年创新力量集群分析结果 2014 年创新力量集群分析结果

图 2 中部地区创新力量集群分析结果 

 

6 结论 

本研究以中部地区地级市和省直管的县级市为研究对象，对于 2004-2014 年中部地区的区

域创新力量的时空变化趋势和特征进行了探讨。从因子分析的结果来看，不同的主因子成分均

能够从不同的侧面对区域创新力量的影响进行一定的说明和解释。如各年度的第一主因子能够

对区域创新有关行业的集聚经济和人力创新力量水平进行充分的说明。第二主因子则可以较为

充分地对有助于提高区域创新力量的政府财政支持力度和创新基础水平等要素进行解释。第三

主因子则能够从金融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等区域物质创新基础层面对区域创新力量的影响进行

充分的说明。以上这些也表明区域创新力量的提升需要城市和区域政府从城市管理和城市规划

等不同的角度入手进行推动。 

分析结果还表明，2004-2014 年中部地区的创新力量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由此可以看出，

区域创新力量正在促进该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积极作用，并成为推动中部

崛起战略的主导性因素之一。同时也必须看到在中部地区城市之间的创新力量的差异却呈现出

逐渐缩小的趋势。这也说明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提升自身的区域创新力量，从而推动整个城市

和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此外，我们还通过对各年份的创新力量综合分数进行空间集群分析的

方法对创新力量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间接的测定。分析结果显示，虽然最近十年中部地区的

区域创新力量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但是对创新力量所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明显。这主

要是由于中部地区在与区域创新有关网络的构建水平方面较为薄弱等原因所造成的。为了解决

这一问题，在后续研究中还应从网络城市理论的角度出发对如何形成与创新有关的各部门间、

区域间的有效网络等问题进行有深度的讨论。 

此外，本研究由于受分析方法所限，在各变量或各主因子的重要性相同的假定下进行了研

究。然而，伴随着创新力量有关研究的不断深入，不少研究正在通过利用层次分析法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 AHP)和模糊(Fuzzy)分析法等定量方法来对于各变量和主

因子的重要性进行更加有深度的分析。为了更加准确的探讨区域创新力量问题，考虑如何适当

地利用这些模型值得后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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